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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安澤紅葉盡染，十月的安澤碩果飄香。第六屆中國（山西‧安澤）荀子

文化節高層論壇開幕，來自省內外著名的專家學者齊聚荀子故里──安澤，著述論

荀子，暢談說發展，把荀子思想和安澤的轉型跨越發展很好的結合起來，為安澤的

發展出謀劃策。北大著名教授孔慶東作了 「荀子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專題報告會，

如其所言：荀子思想強調創新，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安澤作為荀子故里，要進一

步以荀子為媒，借荀子文化節這個平台， 「輸出」 荀子思想文化；要弘揚傳統文

化，繼承其思想精髓，把荀子文化思想用好用活、做大做強荀子文化產業，不斷提

升縣域文化軟實力，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文：逯 霞 孟晉鶴 牛國根 攝影：蘇曉峰

荀子的民生思想
對安澤經濟社會的指導意義

安澤係荀子的故鄉，荀子是先秦最後一位儒學大師。荀子最在二千
多年前就提出了民富則國富、要重視民生、改善民生的觀念，並系統的
闡述了這些觀念，發展成荀子民生思想。荀子的民生思想包含了民眾的
生存條件、生活質量以及為保障民生可持續發展的政策、保障措施等內
容。二千多年以後，在荀子故里的安澤縣委、縣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
帶領下，一切從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結合安澤現實情況，對荀子民生
思想全面梳理和吸收的同時，並進行了一系列實際的惠民工作，有力的
踐行了中國共產黨 「執政為民」的宗旨。

荀子作為先秦最後一位儒學大師，他不但重視民生，而且提出了一
系列為改善民生、保障民生國家應該採取的措施。荀子的民生思想包含
了民眾的生存條件、生活質量以及為保障民生可持續發展的政策、保障
措施等內容。

荀子認為重視民生就要滿足民眾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人必須先滿足
基本的生存需要，然後才會 「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恥」。而
民眾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外乎 「食，欲有芻豢；衣，欲有紋繡；行，欲
有輿馬；又欲無餘財蓄積之富也」。其實這也是人之常情：吃東西，希
望有美味佳餚；穿衣服，希望有繡着彩色花紋的綢緞；出行，希望有車
馬；又希望富裕得擁有綽綽有餘的財產積蓄；然而他們一年到頭、世世
代代都知道財物不足，這就是人之常情。因而，國家要創造條件滿足民
眾生存之需，順應民眾之常情，保證每一個人能夠體面、有尊嚴地生存
下去，如是 「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則國家 「而保萬世」。

作為荀子故里的安澤縣，在百姓的生存條件上大力改善。分兩步
走，一個是城市建設，另一個是新農村建設。在城市建設上，實施沁河
綜合治理工程、大油松綠化成景、沁河文化長廊濕地公園、垃圾處理廠
等 10 項城建精品工程；打造 「一泓清水、兩岸錦繡」的亮麗景觀；即
將開建的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集籃球場、游泳館、網球場、綜合訓練場
於一體，填補了安澤歷史上無專業體育館的空白。在新農村建設中，以
城鎮化、村集體經濟積累、農村沼氣建設為重點，因地制宜地啟動了太
陽能路燈、數字電視、衛生保潔、80歲以上老人生活補助、 「五類貧困
家庭學生」資助等 「10個全覆蓋」工程，加快改變農村面貌和農民生活
條件；成立了 「基層黨建服務中心」，三級聯動、三網合一，整合了資
源，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人民群眾，維護了社會穩定。這些條件的
改善，大大提高了安澤縣人民的幸福指數。但這些條件的改善，只是政
府對百姓外在生存條件的改變，光靠政府改善的生存條件民生問題得不
到根本解決，那麼如何才能解決民生的根本發展問題。

早在2000多年前的荀子提出了為解決民生問題而應該採取的一系列
措施和保障。荀子認為解決民生問題的關鍵在於發展經濟，通過發展經
濟滿足民眾生存條件，讓民眾生活富裕，並提出了農業和商業並重發展
的策略。

要改善民眾生活，就要重視農業的發展。荀子在《王制》中提出了
國家要發展經濟，尤其要重視農業的發展，認為根據不同的土地質量而
進行合理耕種是農業發展的保障。農田被得到精心的合理耕作，那麼生
產出來的穀物就會增長上百倍，民生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民眾即使遇
到水災天旱，也會使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
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

安澤縣在這個方面作的比較典型，一個主題是 「讓百姓富起來」。
安澤縣大力發展優質玉米、有機蔬菜、優質核桃、畜禽養殖優勢主導產
業，扶持農民創辦種養殖合作社，採用 「公司＋合作社＋基地」的模
式，發展訂單農業，增加農業生產效益，使傳統的 「糧農」向 「菜
農」、 「養殖大戶」轉變， 「噸糧田」向 「萬元田」的轉變。通過一項
項惠民工程，安澤人民的腰包鼓了起來，腰桿硬了起來，生活富裕起
來。

荀子還認為除發展農業以外應發展商業貿易。荀子在《王制》中強
調，政府要創造條件，通過發展商業，溝通四方，互通有無，使 「財物
粟米，無有滯留」。有了商業貿易，就可以 「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
魚，農夫不祈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致款粟」。民眾富裕
了，國家就會穩固，社會就有了物質基礎，就會和諧發展。

安澤縣在發展商業貿易方面，一方面走市場經濟的道路，激勵商業
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面政府給予宏觀調整，努力構建多元發展新格局。
安澤縣政府根據安澤地方特色，採取 「走出去，引進來」的辦法。與山
東壽光蔬菜產業集團合作，簽約蔬菜基地項目；同時新栽植優質核桃
1.6萬畝；新建成高標準肉牛育肥示範小區2個；2萬頭育肥豬養殖場1
座；千隻波爾山羊養殖場1座；高山綠茶、優質煙葉、桑園面積都有新
的增長；全縣農民專業合作社累計發展到182個。這些工作的開展，直
接促進了、刺激了安澤縣的商業貿易發展，使安澤縣人民盡快脫貧致
富。但這僅僅是第一步，還要注重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荀子民生思想中，不僅僅是對民生問題的解決，最重要的部分是能
夠保障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求，否則不能長治久安。針對這
個問題，荀子提出了解決問題的關鍵環節，一是節用裕民，二是以政裕
民。

荀子認為 「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演然使天下必有餘，而
上下不憂不足」。他認為政府只有做好開源、節流，對財物的收支時常
加以調節，就可以使財物源源不斷地得到增加，老百姓才會生活富裕，
國家才會安定和諧。相反 「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荀子系統論述了
「節用裕民」的道理，通過 「政」和 「禮」兩條途徑，一方面節約開

支，另一方面擴大財源，國家和人民才會逐漸富裕起來。
安澤縣作為作為一個省級貧困縣，收入少，只有一個錢袋子，節流

不是辦法，那麼核心問題就要開源。安澤縣牢固樹立 「項目是經濟之
根、發展之母、財富之源」的理念，花大力氣，辦事業。 「大上項目，
培植財源」。把項目建設作為財源建設的載體和經濟發展的 「引擎」，
把重點項目建設作為推進趕超跨越的 「總抓手」。通過 「開源」戰略，
安澤縣財政收入呈現出強勁增長態勢，財政 「蛋糕」越做越大。財政收
入每年增長，全線飄紅，創造了經濟發展的 「安澤傳奇」。

以政裕民是用寬鬆的政策來解決民生問題。荀子認為政府應該創造
優良政治環境，減輕人民負擔，減輕農、工商業賦稅。以政裕民，政治
才會開明，生產才會發展，經濟才會繁榮，社會才會穩定。如果民眾辛
苦勞作，到頭來卻享受不到任何成果，反而危及生存，那樣民眾就會暴
亂。有了好的政治環境則 「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
器」，各職業人民各按其本分而盡其智其力其能。這樣的話社會就會和
諧，和諧社會時 「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
析，而不自以寡」。這種情況就叫做大治，所以有的人富有天下，也不
認為自己擁有的多；有的人看管城門、招待旅客、守衛關卡、巡邏打
更，也不認為自己所得的少。正孟子所說： 「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
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國家如果能保障民眾有一個良好的生
活、生產秩序，使人們融洽相處，就會出現政通人和的盛世景象，否則
「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

若燒若焦」。
從荀子的民生思想中可以看出，荀子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主張用

實力來解決民生問題，不但看到了民生問題，而且還提出了解決的辦法
和途徑，不但認識到了民眾在社會歷史變革中的巨大力量，而且認為國
家只有改善民生，制定促進發展農業生產、繁榮經濟的措施，讓人民過
上安穩富裕的生活，社會才能實現長治久安的目的。

荀子的民生思想不是消極地等待政府去解決，而是主動積極地從各
個方面來考慮，先是解決民眾的生存條件，然後是發展農業和商業，最
後政府在政治環境上給予保障可持續發展，達到 「同富民富」的政治理
想。他所提出的一套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與措施，對我們現在具有非常
重要的啟發作用與借鑒意義。弘揚荀子文化，不僅對構建和諧安澤，甚
至對建設和諧中國都有着極其重大的意義。因為安澤的荀子，也是中華

的荀子、世界的荀子。
在此方面安澤縣創造優良的政治環境，總結為六句話：
做決策想問題，民本民生列第一。把 「民本為先，民生至上」的施

政理念深深溶入各項決策中，更加自覺地關注民生、貼近民心、促進民
和。

抓發展搞經濟，民願民利是目的。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和科學的發展
觀，既要強縣，更要富民，在發展中謀和諧，在和諧中求發展。

用幹部評政績，民聲民意作依據。真正把群眾的反映和呼聲作為調
整提拔幹部、科學評價幹部的重要依據，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
權和監督權，凝心聚力，共建和諧。

講作風論紀律，民怨民訪判晴雨。堅持把信訪工作作為檢驗黨的路
線方針政策在基層的貫徹落實情況和衡量基層幹部作風的 「晴雨表」，
進一步改進作風、嚴肅紀律、錘煉幹部。

倡文明正風氣，民紛民訟細調理。充分發揮和諧文化對人的引導、
教育功能，大力倡導知榮辱、講正氣、促和諧的良好風尚，築牢和諧思
想根基；通過入情入理、細緻入微的矛盾排查調處，降低和諧成本，確
保社會穩定。

解矛盾憑效率，民屈民冤早平息。群眾利益無小事，要想群眾所
想，急群眾所急，帶着感情接訪，換位思考辦訪，真正把上訪群眾當作
自己的親人看待，竭盡全力贏民心，務實高效解難題，更好地維護民心
順、政局穩、事業興的良好局面。

荀子的社會管理思想
《荀子》一書中所蘊含的社會管理思想十分豐富，如：王霸兼用的

社會管理目標、隆禮重法的社會管理手段、明分使群的社會組織制度、
尚賢使能的社會用人思想等。

王霸兼用的社會管理目標。我國自古就有 「以德服人」和 「以力服
人」兩種不同的社會管理理念。這種理念上的差別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
就是 「王霸之辯」。王霸之辯是先秦百家關於治國方略爭論最多的一個
話題。王道主要是指通過實行仁政，以德治為主要手段，達到 「王天
下」，霸政主要是指通過實行法治，用強制的手段，通過武力征服，達
到 「霸天下」。

在王霸問題上，荀子繼承了儒家自孔子以來崇王黜霸的思想，他在
《仲尼篇》說： 「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
心也。」他批評非本政教，未隆高禮義，不重視修習禮義，依仗實力權
謀而不是依靠仁義爭取民心。荀子雖然崇王黜霸，但不是完全否定霸
道，在《王霸》中，荀子說： 「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
而王，」此所說義立而王，是指王道依靠仁義而立，信立而霸指齊桓
公、晉文公等霸主能講信用；權謀立而王，是指那些根本不講信義信用
專靠權謀欺詐之諸侯。荀子將信立與權謀相區別，是對齊桓公等霸主的
肯定，說明霸道並非權屬權謀。

荀子還將王道主張貫徹到用兵思想，認為軍事上的勝敗在於士氣，
而士氣之高低由於民心向背。荀子曾和臨武君在趙孝成王面前議兵，在
《荀子‧議兵篇》載：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荀子認為用兵之根
本在於爭取民心，而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荀子和弟子陳囂、李斯曾有
問答， 「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
此，施及四極」，兵不血刃就可以使遠近來服，這完全是以仁義盛德影
響及於邊遠。荀子還爭對李斯所炫耀的 「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的說
法，指出秦雖四世有勝，基礎強盛，但它無仁義王道為精神支柱，而招
致列國諸侯之聯合反對，而引起恐懼，這種表現不過是沒有本統的末世
之兵而已。荀子認為行王道仁義並非一日之功，而是前行素修，即長期
堅定不移地貫徹行仁義的結果。

荀子有王霸雜用觀念，他注意實力在諸侯競爭中的現實意義，注重
耕戰和賞罰等法制措施和手段，主張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能實現王
道，而實現霸道亦慎重要。荀子的這些社會管理思想對漢初 「霸王道雜
之」即王霸雜用有重要影響。

隆禮重法的社會管理手段。荀子的社會管理思想是建立在 「人性本
惡」基礎之上的。基於此，他提出了 「隆禮重法」的社會管理手段。

禮是荀子社會管理思想的核心內容。禮養人之欲，給人之求，這是
禮得以存在和發生的前提。但是禮還有它另外的重要內容，這便是
「別」。在《王制》中記載：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

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這裡的 「別」，即前面所
引先王制禮義以分之之 「分」，貴賤長幼之差，指君臣、父子、君民等
上下秩序，而貧富輕重則指社會人群佔有財富之差別，此即禮之 「分」
與 「別」。荀子在《王制》中說： 「分均則不遍，勢齊則不壹，眾其則
不使」，因此制定禮義，使貧富貴賤各有其等級，而能相互制約，此乃
保證天下人得其養之根本。荀子引用《尚書》 「維齊非齊」，是說平等
必須包含在不平等裡，只有維持不齊，即禮義之 「別」，才能維持齊，
即保持社會秩序的安定使人們各安其生業。

荀子認為禮是治國安民之本。他在《大略篇》說： 「禮之於國家
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
成，國家無禮不寧。」為此，荀子強調管理國家者一定要 「隆禮」，
「上不隆禮則兵弱」（《富國》）；君子不崇尚禮義，他的兵力就弱。
「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強國》）。作為一個君主，如果能崇尚

禮義，尊敬賢良便可以稱王於天下。可見，荀子不但把隆禮作為一種社
會管理的手段，甚至提升到事關國家強盛、稱王天下的高度。

在處理禮法關係時，荀子認為兩者都是同國家相伴而生的統治手
段，但他並沒有把兩者平等對待。在《勸學》中記載：禮者，法之大
分，類之綱紀也。荀子認為法從屬於禮，禮是制定法律的綱領。在《性
惡》中記載：禮義生而制法度。儘管如此，荀子認為在國家的社會管理
中，兩者都是所必需的根本原則。他認為， 「禮義者，治之始也」
（《王制》）， 「法者，治之端也」（《君道》），總之兩者是統一
的，只有兩者結合，才能使國家 「合於文理，歸於治」。

明分使群的社會管理組織原則。社會管理是在一定的組織中進行
的。社會管理的各項職能要借助一定的組織形式，並通過一定的組織活
動來貫徹和實現。對於社會管理的組織問題，荀子明確的提出了 「明分
使群」的主張。他期望通過明分，即明確個體在社會關係中的職業分工
和社會等級地位，以社會行為規範約束個體的行為，實現社會秩序穩定
和人群自我的發展。 「使群」建立在 「明分」的基礎上。社會管理者通
過 「明分」的手段把人們分為若干個 「群」，從而對 「群」進行集中的
管理。荀子認為， 「群」是人之所以區別於動物並能役使動物的根本原
因，在《王制》中記載：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之所以能形成群體，
在於人有等級名分的區別。在荀子看來， 「分」的作用十分重要，在
《富國》中記載：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
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

荀子提出的 「明分使群」理論，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實現有效的社
會管理。作為統治者的君子在行使分的權力時，一定要明確各種人的職
責。《君道》篇對 「能群」做了具體分析。認為君子要想人們按名分等
級組織起來，就要做到四個方面：善於養活人民；善於治理人民；善於
安置作用人；善於通過修飾人們的衣着而顯示出不同的等級。這四個方
面做到了，天下的人就會歸順他，也就是 「明分使群」。

尚賢使能的社會管理用人機制。社會管理是人的管理，也是對人的
管理。離開人，社會管理就無從談起。工作人員的好壞、能力的高低直
接關係到每一項任務的完成，所以用人是任何社會管理者都要面對的問
題。荀子關於用人的社會管理思想大致包含如下幾點。其一，重視人才
的作用， 「用人」是高於一切的治理大計。《君子》中記載：尊聖者
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王，古今一也。其二，人才的標準，
真正賢能的人應該是 「既知且仁」，也就是德才兼備。恭敬、謙遜、忠
誠守信、剛正不阿、果斷、寬容等都是君子好的德行。其三，人才的選
拔與使用。荀子關於人才的選拔與使用可以歸納為三條原則。 「賢能不
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 「安不恤親疏，不恤貴賤，唯誠能之
求」， 「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選拔人才要打破門第思想，要不

顧親疏，不顧貴賤，要與官能相稱。其四，校之以禮，在考核人才是要
用 「禮」作為標準。

荀子的禮法並用論，有利於全國性封建中央集權的建立，具有歷史
的進步意義，對後世地主階級改革家具有啟蒙作用。荀子思想中探索社
會管理的規律性問題的內容，帶有濃烈的實踐色彩，對後世影響很大。
荀子的社會管理思想反對封建迷信，包含着樸素的唯物主義。其天道自
然觀和主張尊重客觀事物、知行合一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對中國哲學的
唯物主義傳統起來奠基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文明建設要求切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
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早在兩千多年前荀子的社會
管理思想就從各個方面分析了社會和人的管理，雖然其思想具有歷史局
限性和階級性，但它對於推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管理具有重要的
現實借鑒意義。

荀學的治國思想
荀子是我國偉大的治國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而是諸子百家思

想的集大成者。從帝堯時期的皋陶 「明刑弼教」思想、到春秋戰國之交
的卜子夏 「儒法兼容」思想，再到戰國末期荀子的 「隆禮」 「重法」思
想，才是我國五千年來的治國思想主線。歷史證明了純法不能治國，純
儒亦不能治國，只有以 「隆禮尊賢而王」 「重法愛民而霸」為核心的
「荀學」才是我國二千多年來帝王治國的主要學說，而且 「荀學」對當

今社會也有一定可借鑒的現實意義。
荀子生活在戰國末期，封建制度已經確立，諸子百家、各派各家之

間出現了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局面。其時正值七雄並峙局面即將結
束，封建的大一統即將形成的時期。當時，齊國的統治者為了擴大政治
影響，招納知識分子，聘請了許多著名學者到稷下學宮講學。當時名士
像孟軻、鄒衍、宋鈃、魯仲連等都曾活躍於稷下。稷下學宮成為當時學
術活動中心。荀子到了齊國稷下講學，因其知識淵博，所以 「最為老
師」， 「三為祭酒」（《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當時齊國兵強勢
盛，他企圖說服齊國君臣實行儒法兼用的治國方略，爭取統一天下。他
說： 「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 「處勝人之勢，行勝人之道，
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勝人之道，索於有天下之
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荀子·強國）又勸說齊國宰
相田文選賢任能， 「如是，……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
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但當時的齊湣王居功自傲，聽
不進荀子的建議。荀子向齊國君臣提出警告說： 「今巨楚縣吾前，大燕
鰍吾後，勁魏鈎吾右。」（同上）齊國如果不實行 「隆禮重法」，三國
將乘機瓜分齊國，然而他的警告未被採納，只好離齊去秦，後來齊國果
然被燕國打敗，齊湣王在逃亡途中被殺。

未幾，他到秦國會見了秦昭王和宰相范睢，陳述了自己意見，把統
一全國的希望寄託於秦，然而他在秦國難以推行自己的學說，便去了楚
國。楚國春申君便任命他為蘭陵令，不久春申君聽了讒言便辭謝了他。
他又離楚去了趙國。趙以他為上卿（見《戰國策·楚策》），他在與臨
武君和趙孝成王議兵中，闡述了他的用兵主張，然而他的這一主張，並
未真正被趙國接受，反而遭到誹謗。這時，楚國又有人勸說春申君請回
荀子，於是，春申君便派人又把他請回到楚國，做了蘭陵令。再後來，
春申君被殺，他無事可幹，便定居蘭陵，發憤著書。他經過在齊稷下學
宮與其他學派的交鋒和碰撞及對秦、趙、楚等國統治者的游說，使其治
國學說日臻完善，於是，便着出了傳於後世的《荀子》三十二篇巨著
（僅少數幾篇為其弟子所補充）。其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哲學思想、政
治主張、治學方法、立身處世之道、學術論辯等。在治國思想方面，他
繼承了皋陶的 「德主刑輔」 「明刑弼教」和卜子夏的 「儒法兼容」治國
思想，在《解蔽》中批判了各家的片面性，用《非十二子》摒棄了各家
之短，批判了道家、墨家、儒家、法家、名家的它囂、魏牟、陳仲、史
鰍、墨翟、宋鈃、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十二子。批判
地吸收了當時諸子各家學說所長，從而形成了它的治國學說—— 「荀

學」。荀子的學說體系達到了先秦治國哲學的最高峰，他自然成為諸子
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荀子既是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那麼荀學當然地包括了儒家、
法家、道家、墨家、兵家、名家等。它其中主要是儒家和法家，即荀學
的治國思想核心是 「隆禮」 「重法」。 「隆禮」更是第一位，也就是
說，儒家學說是荀學說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 「重法」亦是荀學中的另
一個極重要組成部分。例如韓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內容是
由李悝的法治、申不害的術治、慎到的勢治三部分組成，其中李悝的法
治是最主要的。荀子是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學如法學一樣只是
荀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已。宇宙永遠處在矛盾之中，自然界有天
地；天空有日月；大道分陰陽；位置分上下、左右、前後；人分男女，
治國學說也一樣，主要是由儒法兩家學說組成的，猶如人有兩隻手，鳥
有兩隻翅膀，儒學也像法學一樣，只是荀學中的一隻手或一隻翅膀而
已。

「儒學」的核心是 「仁」，講的是忠君（統治者）、愛人（父母、
兄弟、姐妹、親朋及他人），優點是，以 「義」為重，教人為善，它可
以各種化解矛盾，使社會和諧，有利於社會安定，有利於君主統治。就
治國而言，可謂之陰柔統治之術。缺點是使人缺乏進取、競爭精神，使
社會發展緩慢，對外軟弱。 「法學」是從人的 「好利惡害」自然本性出
發，主張一切惟法是依，以 「利」為重，尚戰、尚功、尚利，能激發人
的上進拚搏精神，具有陽剛之氣，使社會快速發展，對外稱強不屈。缺
點是：容易激化矛盾，國家不易安定，容易引發社會動亂。總之，儒法
兩家各有利弊，卻互為補充，只有將儒法兩家學說有機地結合起來，才
是治國的正確思想。所以，荀子的 「隆禮重法」學說，是我國封建社會
盛世治國的行之有效的唯一正確學說。

梁啟超、譚嗣同在《仁學》中說： 「中國兩千年之政，秦政也。兩
千年之學，荀學也。」此話講得很有道理，很符合中國的歷史發展真實
情況。 「秦政」是指秦始皇遵照荀子的學生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的理
論，在荀子的另一個學生秦國宰相法家李斯的幫助下，實行的封建君主
專政中央集權制。中國自秦朝至今，無一個朝代不實行中央集權制。在
中國兩千多年的治國歷史中，遵照了皋陶、卜子夏、荀子這一禮法（或
稱儒法、或稱王道與霸道）並用的思想主線去做，便會國治民安，偏離
了他，則會動亂亡國。縱觀我國歷史，自秦國統一至清朝的兩千多年的
封建社會，秦始皇純用 「法制」治國，僅十五年便在農民起義風暴中滅
亡；王莽新朝純用 「王道」（儒學）治國，也僅十多年便被劉秀給推翻
了。宋朝中、後期儒學盛行（程顥、程頤二程的理學盛行），所以雖然
經濟發達，卻不能統一中國，只能先與遼、西夏勉強三足鼎立，而且對
外交戰總吃敗仗，其結果總是為茍安而賠款辱國。後來北宋末年更被金
人打得落花流水，徽、欽二帝被俘。南宋儒學更是盛行（朱熹將二程的
理學發展得更為完整的理學體系），結果只能是茍延殘喘，龜縮東南一
隅。而採用 「隆禮」 「重法」並用的朝代，無不國治民安，稱霸於天
下，例如漢武帝治國，雖名曰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謂 「儒
術」，實際是把 「荀學」錯劃歸為 「儒術」的錯誤叫法，其實 「漢家自
有制度，本以霸（法）王（儒）道而雜之」，漢宣帝即位後下詔曰：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 「吏不廉平則治

道衰」，他積極推行法治，嚴格賞罰制度，整頓吏治， 「信賞必罰，綜
核名實」， 「吏治其職、民安其業」。於是，漢朝再度興旺，史家評論
漢宣帝為 「功光祖業，業垂後嗣，可謂中興」的 「孝宣之治」。唐太宗
以及清朝的康熙、乾隆無不如此。漢唐盛世，清代康、乾時代皆是因為
了遵循荀子 「隆禮重法」這一治國思想的結果。

改革開放後，我國先是提出了 「依法治國」，後來中央又提出了
「以德治國」，這 「依法治國」、 「以德治國」並用的治國方略，與兩

千多年前荀子的 「隆禮」與 「重法」並重治國思想，又是何等地相似！
我們研究 「荀學」，不僅對國家執政者有可借鑒之處，而且對於一個部
門、一個地區、一個單位、一個學校，乃至一個家庭，都有着可借鑒之
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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